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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优化与劳动力流动 

——基于就业选址角度的考察 

李凯杰 杜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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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构造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并将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城市层面特征数据相

匹配，利用条件 logit 模型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劳动力流动就业选址的影响。结果表明，营商环境优化对劳动力

流入起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 45岁以上已婚女性、低学历劳动力、技术类劳动力的城市

就业选择行为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通过强化工业竞争力，提高劳动力就业选择概率；城市

落户门槛在营商环境对劳动力流动选址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政府应强化营商环境建设，降低落户门槛，搭建统一

的劳动力流动信息平台，吸引人才流入，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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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劳动力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社会性流动，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是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标志。大量研究证

实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流动速度与产业结构调整速度不匹配，导致剩余劳动力与工资上涨将长期共存。[1][2]这种

结构性的失调又会导致经济面临农村失业人口增加和工业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减缓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步伐。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为解决劳动力流动时所面

临的流动机会不等、流动地域不均、流动渠道狭窄等一系列问题提出的具有针对性的要求。 

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有助于缓解结构性失调，减小双重压力下经济下行的风险，实现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平稳过渡。

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是当前我国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达 3.76亿，总人口数为14.12 亿，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26.63%，大约每 4个人中就有

一个人在流动。但是，如何才能让劳动力合理流动，使资源配置更加优化，这也是地方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有预测结果显示，

2050 年我国劳动力人口会下降到 8亿人左右，并且年龄结构老化，需求大于供给，劳动力抢夺战会愈演愈烈。[3]在“抢人大战”

的背后，我们应更多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吸引劳动力进入来促进城市发展。 

目前，针对劳动力流动和选址的问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黄文彬等（2021）认为，政府土地管制引起的房价波动带

来的流动成本的变动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关键因素。[4]曹晖等（2021）认为，不同城市的代际收入弹性即对公平经济机会的追求

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5]
夏怡然等（2015）发现，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差异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愈发凸显。

[6]
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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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因素之外，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劳动力流动选址决策开始更加关注营商环境等城市“软因素”，各城市也逐渐将营商环境视

为其吸引人才流入的关键因素。陕西推行“线上税银互动”模式，简化融资审批程序，提高融资效率，为中小微企业取得信贷提

供更好的渠道。这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小微企业就业创造的能力，从而使劳动力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天津实施贸易口岸服务

“一站式价格清单”，公开透明的收费标准有助于加大企业对外贸易力度，扩大贸易规模，充分发挥出口带来的就业转移效应，

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宁夏银川运用“互联网+教育”、吉林白城推行“换联网+医保”，优质的公共服务有助于提高劳动力的生

活质量。上海、浙江、江西“12315”政务服务平台的搭建进一步保障了城市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劳动力迁

移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的影响。 

营商环境的优化深刻地影响着劳动力要素流动，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营商环境优化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由于缺少对营商

环境以及劳动力流动的准确度量，针对营商环境与劳动力流动的经验证据也较少。因此，本文将从就业选址角度关注营商环境与

劳动力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利用综合指数较为准确地度量营商环境，并结合丰富的微观流动劳动力数据实证检验营商环境对

劳动力流动就业选址的内在关系。这有助于厘清营商环境对劳动力流动选址的理论机制及具体影响，为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方

针以改善营商环境，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以适应不同地区产业结构，从而在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同时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 

二、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流动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最早在希克斯的《工资理论》中被提出，该理论认为人口流动是由经济机会引起的。[7]受地

区经济差异的影响，劳动力会向工资水平更高和失业率较低的地区迁移。[8]除此之外，房价的变动也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一大经

济因素，但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结论。Foote(2016）的研究表明房价下降会吸引劳动力流入。[9]张莉等（2017）的研究发现，房

价与劳动力空间配置间呈现出倒“U”形关系，即在一定范围内，房价上涨会对吸引劳动力流入。
[10]
Diamond(2016）指出，房价

波动对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存在异质性影响，房价上涨会挤出第二产业劳动者，而对于第三产业劳动者，其高技能劳动力愿意承

受更高的住房成本。[11] 

然而，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劳动人民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要求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经

济层面，潜在的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劳动力迁移。“地方品质”成为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另一重要因素，这一概念

起源于对气候和美国人口迁移之间关系的研究。[12]其影响力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程度加深，涵盖内容也逐步扩大。在同等条件下，

空气质量优、生态环境好的城市更容易吸引劳动力流入。[13][14]地区气温条件在一定范围内对劳动力流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15]公

共服务水平高的城市更容易受到劳动者的青睐。[16] 

现存关于营商环境建设和劳动力流动关系研究的文献，多集中于研究营商环境的某个单一方面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王海

南等（2021）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劳动力流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17]余永泽等（2019）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劳动力的影响，结果

表明，高铁开通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提升城市人力资本，缩小地区收入差距。[18]邢春冰等（2013）研究发现，教育回报率高的

地区会促进劳动力的流入。[19]臧新等（2016）的研究发现，FDI 对劳动力有聚集效应，而张伟丽等（2021）的研究证明，融资效

率对外地劳动力产生一定的拉力。[20][21] 

整体来看，部分研究关注了劳动力流动问题，聚焦经济机会、公共服务、环境质量等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但较少考察

营商环境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也缺少微观层面营商环境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经验证据。基于此，本文对营商环境建设与劳动力流

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且结合李志军等（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等（2021）构造我国 272 个

地级市的营商环境数据，[22][23]将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城市层面特征数据相匹配，利用条件 logit 模型实证

检验了营商环境对劳动力个体就业选址的影响，通过控制个体固定效应，避免了劳动能力个体特征遗漏变量可能引起的内生性

偏误，同时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城市层面缺失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较好地识别了营商环境对劳动力流动的因果效应。同时，

考察了营商环境对不同年龄、性别、技能水平、职业类型等劳动力就业选址的异质性影响。并且进一步利用吴开亚等（2010）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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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 46个代表性城市落户门槛指数来分析落户门槛的调节效应。[24]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从微观视角揭示了劳动力流动中营商环境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研

究，为我国劳动力合理流动提供经验证据，推动构建统一劳动力流动市场，促进流动劳动力就业质量提升。二是以劳动力流动为

切入点评估了营商环境改善的效应，一方面丰富了营商环境优化的效应评估研究，另一方面有助于厘清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意义，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三是全面地揭示了营商环境影响劳动力流

动的异质性，从年龄、性别、技能水平以及职业等角度探讨了营商环境优化对不同劳动力个体流动的差异化影响。 

三、理论分析及假说 

关于劳动力就业选址研究多关注了经济、自然环境、城市服务等因素的影响，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劳动力迁移和流动方式

会逐渐转向高素质人才的双向流动。这一过程中，经济等因素可能仅是一个方面，而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良好的营商环

境是留住劳动力、引导劳动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条件。当前，我国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奖励和补贴方式吸引

高素质人才流入，但其往往忽视人才培育的问题。通过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人才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是未来政府招才引智中需

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营商环境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包括政府、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创新环境等因素。其对劳动力流动

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良好的营商环境为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更大的晋升空间。优化营商环境有助于激发市

场主体创新活力，[25]扩大生产规模，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创造对大规模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二是良好的营商环境能

够降低劳动力流动的不确定性风险。劳动力流动受限于对流入城市的收入波动、医疗、健康等不确定性风险，[26]不确定性风险越

高，对劳动力流入的阻碍作用越大。营商环境良好的城市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不确定性，吸引劳动力流入。三是良好的营商环境

能够为流动劳动力的合法权益提供更有力的保障。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健全市民保障体系，而低办事成本和

高社会保障又会吸引劳动力流入。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吸引劳动力流入。 

于文超等（2019）研究发现，民营企业保持活力的一个重要保障是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27]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

化程度越高，要素的自由流动程度越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现有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营商环境良好的城市会降低企业的

政府审批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大创新投入，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创新水平的提高，会通过

增值累积效应促进整个行业的成长。此外，创新作为一种知识密集型“产品”，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会进一步提升城市工业竞

争力。城市工业竞争力的提升促进城市工业结构调整，而工业结构存在工资溢价效应又会进一步吸引劳动力流入。 

姚先国等（2021）指出，中国劳动力迁移受到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迁移政策的影响，而这些政策变化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引致

新需求的积极反应。[28]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落户问题会影响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在营商环境对劳动力就业选址影响中起到调

节作用。若营商环境较好且落户门槛低，则营商环境优化对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的促进作用更大；反之，若营商环境较好、落户

门槛高，则营商环境优化对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的促进作用就会减弱。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 2。 

假说 2：良好的营商环境会通过强化城市工业竞争力来提高劳动力就业选择概率。城市落户门槛在营商环境对劳动力流动选

址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营商环境对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存在异质性影响。相较于老一辈，新生代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更加偏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

业。已婚人员比未婚人员更加注重城市教育和医疗水平的建设。[29]由于劳动力来源地不同，受来源地营商环境的影响，根据弱偏

好公理，劳动者会选择拥有相近或者更高水平营商环境的城市，而不会选择更差营商环境的城市。不同的职业类型对营商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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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也不相同，营商环境主要是通过对企业、产业产生影响进而提升城市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但是对于那些岗位稳定、福利待遇

好、工作保障高的劳动者来说不会产生较大影响，也就不会促使这部分劳动力流动。综上，本文提出假说 3. 

假说 3：营商环境对不同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婚姻状态、来源地营商环境、职业类型的劳动力存在异质性影响。 

四、数据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1.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经济主体所处区域的综合环境。关于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主要有两种理念。一是世界银行的基于交易成本角度进

行测量，将营商环境视为制度软环境，通过测量政府行政审批环节和所需时间来衡量营商环境的优劣；二是引入生态系统，将营

商环境视为企业进行投资、融资、生产等一系列经济活动时所面临的一个综合生态系统，指标评价体系包括制度、法治、经济等

多种外部环境。
[23]
鉴于我国制度环境的多元化，以及部分城市已经出台的城市营商环境优化条例所涵盖内容的多元化，本文在参

考现有研究后构建我国 272个地级市营商环境数据。[22][23]营商环境指数包括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市场环境、政府效率、金融服

务、创新环境 6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数据来源及其权重见表 1。 

从我国272个地级市营商环境指数的核算结果来看，排名前十的城市多位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且基本保持稳中有进的状态，

但是与北京和上海的差距依然很大，呈现出明显的断层态势；排名最末的十个城市多位于东北经济不发达地区，且指数标准化值

在 3～7之间，虽然部分城市已经取得一定的进步，但仍与排名前十的城市有较大的差距。可以看出，城市之间的营商环境存在

较大的差异，这一差异为本文识别营商环境对劳动力流动就业选址提供了基础。 

童玉芬等（2021）的研究指出，我国劳动力从东北地区流出，向东部沿海聚集的空间态势未发生改变，这与营商环境指数东

北城市低、东部沿海城市高的分布状况相吻合。[3]因此，研究营商环境建设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对吸引劳动力合理流动、缩

小地区经济差距，具有现实意义。 

表 1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标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数据来源 

人力资源（0.2） 

职工平均工资（元） 40 

中国城市数据库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人） 30 

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万人） 30 

公共服务（0.2）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15 

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 生产运营用水（万立方米） 25 

天然气销售气量（万立方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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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电（万千瓦时） 25 

中国城市数据库 

医疗卫生服务（张/万人） 10 

市场环境（0.2）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40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 30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万美元） 30 

政府效率（0.15） 

政商关系 50 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 

一般预算 1内支出（万元） 50 

中国城市数据库 

金融服务（0.15）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万元） 50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万元） 50 

创新环境（0.15） 

发明专利授权量（件） 50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科学支出（万元） 50 中国城市数据库 

 

2.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本文经验研究使用数据是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该数据库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 1 个月及以

上、非本区（县、市）户籍的 15周岁及以上流入人口。该数据提供了劳动力准确的流入时间，能够细致地分析劳动力流动决策

时间点，较好地识别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的因素。考虑到本文关注的是营商环境对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的影响，而流动时间超过

一年的样本会由于成本较高而限制其流动，难以识别营商环境在劳动力就业选址中的作用。由此，本文剔除了流入城市时间超过

一年的样本。同时，考虑到文章重点考察营商环境对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的影响，保留了流动原因为就业，年龄大于 16周岁或

小于 60周岁的样本。 

（二）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1.计量模型与核心变量设定 

参考孙伟增等（2019）的做法，本文采用条件 logit 模型来识别营商环境对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的影响。[13]具体的模型设定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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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表示劳动力个体，j表示就业地。被解释变量 lchoiceij是二元变量，lchoiceij=1 表示流动劳动力 i到城市 j就业，

lchoiceij=0 表示流动劳动力 i 没有到城市 j 就业。每个流动劳动力 i在就业决策时有多个就业备选城市 Ni（备选城市包含了实

际就业选择城市和就业未选择城市），实际就业选择的城市 lchoiceij=1、未选择的城市lchoiceij=0。所以，研究中观测值为样本

量乘以备选城市数。bej为城市 j的营商环境指数。Xj为城市 j的其他特征变量。 

从理论上来说，流动劳动力就业备选城市可以是全国所有城市，但鉴于信息的不完备，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倾向于信息较为

充分的地区。因此，参考现有研究，本文将户籍所在省份 90%的劳动力选择的城市作为该省份劳动力流动就业选址的备选城市集

合，[13][29]该备选城市的确定反映了本省90%的流动劳动力选择最多的就业地。最终确定的每个流动人口备选城市数量范围为1～

56个，平均城市数量为32个。 

2.控制变量 

为了更加准确地识别营商环境对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的影响，参考姚先国等(2021)[28]、孙伟增等(2019)[13]以及洪俊杰和倪超

军（2020)[29]的做法，本文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的因素，主要包括城市经济、人口房价、公共服务以及环境

质量等可能影响城市营商环境的前定变量以及户籍地与流入地城市关系变量。 

(1）城市经济、人口、房价等因素，分别利用人均 GDP(pgdp）、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tr）、年末总人口（pop）、城市年

度平均房价（hp）等控制城市经济变量对流动人口就业选址的影响。（2）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分别

从教育、医疗和公共交通等方面测度，包括小学教师数（ptn）、公共图书馆藏书数（lbn）、医生数（dn）、公共汽电车客运总数

（gn）。环境质量在劳动力迁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利用城市层面的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衡量城市环境质量（eq）。（3）户

籍地与备选城市关系，包括空间距离（pd）、文化距离（cd）、社会网络（sn）。空间距离（pd）利用迁出城市与备选城市的地理

距离来表示。文化距离（cd）利用户籍地与备选城市的方言距离来表示，根据刘毓芸等（2015）的方法来计算备选城市与户籍城

市之间的方言距离。[30]社会网络（sn）重点考察同乡关系的影响，利用就业地流动人口中来自相同省份的比重来表示。变量及描

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流动劳动力 

就业选址 

lchoice 0.0288 0.1671 0 1 

营商环境 be 25.6729 17.9214 4.5437 79.3882 

城市经济水平 

pgdp 92858.44 96922.79 3020.27 517012.8 

tr 55.9487 10.5184 27.71 80.56 

PoP 658.7798 486.4918 21 3390 

hp 12152.59 9132.545 2517.58 486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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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服务 

lbn 1046.372 1535.316 21 7773 

dn 23968.84 20192.84 864 94417 

gn 70296.13 83751.21 191 335595 

城市环境质量 eq 44.8363 15.6103 15 87 

流入地与 

流出地关系 

pd 812.7369 831.939 0 7659.02 

cd 2.0901 1.2129 0 3 

sn 0.2952 0.3795 0.0005 1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条件 logit 回归要求每个个体有多个备选城市，该特征控制了个体及流入地的特征，并且能够较好地解决个体遗漏变量以

及流入地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另外，鉴于条件logit回归这一特性，计量回归时将不再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流入地固定效

应。表 3第（1）列至第（3）列报告了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情况下，营商环境影响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的实证检验结果。 

表 3营商环境影响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的估计结果 

 

条件 logit 条件 logit+IV 

(1) (2) (3) (4) 

choice dy/dx choice dy/dx choice dy/dx choice dy/dx 

be 

0.0187*** 

(83.91) 

0.0043*** 

0.0108*** 

(12.26) 

0.0023*** 

0.0633*** 

(23.83) 

0.0093*** 

0.0574*** 

(11.60) 

0.0087*** 

pgdP   

8.47e-07 

***(6.70) 

1.82e-07*** 

9.53e07 

***(3.46) 

1.41e-07*** 

1.65e-06 

***(4.50) 

2.51e-07*** 

tr   

0.0019** 

(2.57) 

0.0004*** 

0.0270*** 

(26.50) 

0.0039*** 

0.0300*** 

(30.07) 

0.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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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   

0.0008*** 

(28.40) 

0.0002*** 

0.0012*** 

(21.88) 

0.0002*** 

0.0011*** 

(21.26) 

0.0002*** 

hp   

-1.74e-05*** 

(-11.35) 

-3.73e-06*** 

2.43e-05 

***(8.74) 

3.59e-06*** 

1.35e-05 

***(5.08) 

2.06e-06*** 

lbn     

-0.0001*** 

(-16.97) 

-0.00002*** 

-0.0001*** 

(-11.30) 

-0.00002*** 

dn     

-3.93e-06 

(-1.48) 

-5.79e-07 

-7.54e-06* 

(-1.83) 

-1.15e-06* 

gn     

-1.10e-05*** 

(-18.19) 

-1.62e-06*** 

-8.80e-06*** 

(-16.19) 

-1.34e-06*** 

eq     

-0.0136*** 

(-20.57) 

-0.0020*** 

-0.0136*** 

(-18.78) 

-0.0021*** 

pd     

-0.0018*** 

(-53.55) 

-0.0003*** 

-0.0017*** 

(-53.48) 

-0.0003*** 

cd     

-0.210*** 

(-32.88) 

-0.0310*** 

-0.214*** 

(-34.15) 

-0.0325*** 

sn     

0.959*** 

(36.80) 

0.141*** 

0.800*** 

(33.23) 

0.122*** 

Pseudo R2 0.0247 0.0320 0.1483 0.1445 

观测值 1032410 941352 643067 643067 

 

注：每个估计结果对应两列，分别是系数和边际效应；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 Z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

显著性水平。 

表 3中分别汇报了估计系数和边际效应。第（1）列仅考察了营商环境对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营商

环境与流动劳动力在该城市就业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平均来看，城市营商环境每改善 1个单位，流动劳动力在该城市就业

的概率将显著上升 0.43个百分点。表 3第（2）列加入了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等变量，结果同样显示，城市营商环境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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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劳动力在该城市就业的概率。同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发展以及人口规模等均正向影响流动劳动力在该城市的就

业概率，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城市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发展、人口规模和房价等影响，营商环境对流

动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概率的影响明显更大。第（3）列进一步加入了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环境质量以及与户籍城市地缘关系变量

等。此时，营商环境每改善 1个单位，流动劳动力在该城市就业概率增加 0.93 个百分点。城市环境质量、与户籍城市空间距离、

方言距离等变量显著负向影响流动劳动力在该城市就业概率，说明环境质量越差、距离户籍城市空间和方言距离越远，流动劳动

力越不愿意在该城市就业。社会网络，同乡关系变量正向显著影响流动劳动力在该城市就业概率，说明流动劳动力更加倾向于在

有较多同乡的城市就业。 

（二）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影响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决策的因素有很多，模型中难以全部控制，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另外，营

商环境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质量等变量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这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针对上述问题，用城市地

形起伏度作为营商环境的工具变量。一个好的工具变量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在在相关性方面，城市地形起伏度可能

影响营商环境，地形起伏度越大，改善营商环境需要付出的努力越大，不利于营商环境改善；在外生性方面，城市地形起伏度为

自然地理变量，与经济社会因素不相关，不会直接影响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决策。表 4的第（1）列为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结果

显示，城市营商环境与流动劳动力在该城市的就业概率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平均来看，城市营商环境改善 1个单位，会导

致流动劳动力就业概率显著增加 0.874 个百分点。 

表 4内生性和稳健性估计结果 

 

条件 logit+IV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剔除异常样本 前 50% 前 60% 前 70% 前 80% 

(1) (2) (3) (4) (5) (6) (7) 

choice dy/dx choice dy/dx choice dy/dx dy/dx dy/dx dy/dx dy/dx 

be 

0.0574*** 

(11.60) 

0.0087*** 

0.0086*** 

(18.17) 

0.00156 

0.0671*** 

(23.56) 

0.0099 

0.009*** 

(16.94) 

0.0089*** 

(12.36) 

0.0075*** 

(11.98) 

0.0079*** 

(17.98) 

其他控 

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2
 0.1445 0.1453 0.1415  0.1453 0.1281 0.1080 0.1248 

观测值 643067 643067 564494  41607 87849 171986 319331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异方差稳健 Z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第（4）列至第（7）列的

估计结果为边际效应。 

为了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分别利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剔除异常样本、更换备选城市选择方法等方式分别进



 

 10 

行了稳健性检验。首先，更换核心解释变量。衡量营商环境好坏的一个关键指标是政商关系。我们利用政商关系代替营商环境重

新进行回归。政商关系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 2017》，估计结果见表 4 的第（2）列。城市

营商环境改善对流动劳动力对该城市的就业概率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

业等单位性质工作的个体更换工作意愿较低。我们进一步剔除上述单位性质的就业人员重新回归，结果见表 4第（3）列。良好

的城市营商环境会显著提高流动劳动力的在该城市的就业概率。 

最后，前文的估计中备选城市是以各地区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前90%作为备选城市集合。为了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进

一步缩小了备选城市集的范围，分别以各地区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前 50%、60%、70%和 80%作为备选城市集合，估计结果见表4第

（4）列至第（7）列，城市营商环境建设对流动劳动力在该城市就业概率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表明结果稳健。 

六、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揭示营商环境对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的差异性影响，本部分将进一步从劳动力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婚姻状

态、来源地营商环境、行业和职业类型等角度，对结果进行异质性分析。 

（一）劳动力年龄和性别异质性分析 

考察营商环境对不同年龄和性别的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选址行为的影响，结果见表 5的第（1）列至第（5）列。可以看出，营

商环境对不同年龄的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选址行为影响均十分显著，其中对45岁以上的劳动力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且对女性劳动

力的影响比男性大。可能的原因是：第一，相较于年轻人，45 岁以上的劳动力更加偏好工作的稳定性，对不确定性风险的要求

程度更低，营商环境良好的城市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不确定性；第二，女性对教育、医疗等完备基础设施以及稳定工作的需

求要高于男性，城市营商环境改善能够满足这种需求。 

表 5劳动力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及婚姻状态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5-29 岁 30-44 岁 45 岁以上 男性 女性 高中及以下 大学及以上 未婚 已婚 

be 

0.0095*** 

(17.51) 

0.0089*** 

(15.70) 

0.0101*** 

(8.242) 

0.0087*** 

(18.65) 

0.0104*** 

(16.60) 

0.0111*** 

(20.62) 

0.0042*** 

(13.18) 

0.0064*** 

(8.941) 

0.0107*** 

(23.78)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54642 307771 103519 369781 296151 488468 177464 147185 518747 

Pseudo R2 0.1668 0.1540 0.0982 0.1354 0.1647 0.1167 0.2604 0.1741 0.1421 

 

注：估计结果为边际效应；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异方差稳健 z统计量；*、**和***分别表示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

列异质性表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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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婚姻状态异质性分析 

考察营商环境对不同受教育水平和婚姻状态的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选址行为的影响，结果见表 5的第（6）列至第（9）列。可

以发现，营商环境对不同学历、不同婚姻状态的劳动力就业选址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对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力的影响作

用大于对大学及以上的劳动力，对已婚的劳动力的影响作用大于对未婚劳动力的影响。已婚劳动力相较于未婚劳动力而言，会更

多考虑家庭成员，对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公共服务以及工作稳定性的需求要远远高于未婚劳动力，因此，营商环境对已婚流

动劳动力的就业选址的影响更大。 

（三）来源地营商环境和行业异质性分析 

考察营商环境对不同来源地和行业的流动劳动力的结业选址行为的影响（见表 6）。结果表明，营商环境对户籍城市营商环

境好的劳动力就业选址的影响更大，可能是因为，身处于营商环境较好城市的居民，已经享受到良好的营商环境带来的福利，根

据弱偏好公理，不会选择流动到营商环境更差的城市。营商环境对制造业的劳动力的就业选址行为的影响要显著大于非制造业。

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非制造业，制造业的生产发展更大程度依赖于技术创新，只有技术创新才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

率，而营商环境改善能够加大企业创新投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表 6来源地营商环境和行业异质性分析 

 户籍城市营商环境差 户籍城市营商环境好 制造业 非制造业 

be 0.0079***(13.33) 0.0097***(22.05) 0.0146***(18.21) 0.006***(16.03)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45773 320159 286653 379279 

Pseudo R2 0.1139 0.1874 0.0932 0.2205 

 

（四）职业类型异质性分析 

考察营商环境对不同职业类型的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选址行为的影响，结果见表 7。可以看出，营商环境对专业技术人员，商

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就业选址行为影响显著，对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影响不显著。这与现实相吻合，原因在于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

业单位负责人，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不属于企业单位，工作稳定且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营商环境改善带来的边际收益

不足以吸引其流动；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需要根据养殖基地所在处进行选择，养殖地选址不会在短时间内移动。相反，专业

技术人员，设备操作人员偏好技术密集型的行业，营商环境改善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表 7职业类型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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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关、党

群组织、企事

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公务员、办事

人员和有关人

员 

商业、服务业

人员 

农、林、牧、

渔水利业生产

人员 

生产、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及

有关人员 

be 

-0.0005 

(-0.158) 

0.0064*** 

(11.46) 

0.0044 

(1.443) 

0.0057*** 

(12.49) 

-0.0039 

(-1.335) 

0.147*** 

(17.42)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437 111324 16089 264135 3291 242805 

Pseudo R2 0.2574 0.2134 0.2558 0.2298 0.2863 0.0782 

 

七、扩展分析：影响机制以及落户门槛的调节效应 

前文经验研究显示营商环境改善会提高流动劳动力在该城市就业概率，那么其机制是什么？我们认为营商环境改善之所以

会吸引流动劳动力进入，一个重要机制是营商环境改善能够提升城市工业竞争力，从而增加对流动劳动力就业吸引。选取城市工

业企业数以及工业企业利税总额作为城市工业竞争力的代理变量，本文检验了营商环境对城市工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如表8所

示。 

表 8影响机制检验检验及落户门槛的调节效应 

 

OLS 2SLS 条件 logit 

（1） （2） （3） （4） （5） 

工业企业数 利税总额 工业企业数 利税总额 choice 

be 

134.1*** 

(342.6) 

224503*** 

(317.5) 

34.03*** 

(40.07) 

476491*** 

(390.4) 

0.0808*** 

(17.41) 

be×lh     

-0.0187*** 

(-11.86)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10781 1010781 1010781 1010781 19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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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 R2 0.788 0.916 0.765 0.903 0.239 

 

注：OLS 和 2SLS回归结果括号内为稳健 t统计量；2SLS回归采用前文各城市地形起伏度为营商环境的工具变量，第一阶段

F统计量显著大于 10,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以及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结果分别拒绝识别不足和弱识别

假定，Hansen J统计量拒绝过度识别假定，说明工具变量有效。条件 logit 回归结果为系数，括号内为系数稳健异方差 z统计

量。 

表 8的第（1)(2）列为营商环境对城市工业企业数以及利税总额的影响。可以看出，营商环境显著正向影响城市工业企业数

以及利税总额，说明营商环境的改善会激发企业活力、增加企业数量，有利于企业获取更多利润。另外，考虑到其他不可观测变

量对工业企业数和利税总额的影响，进一步使用城市地形起伏度为营商环境工具变量考察了对城市工业企业数以及利税总额的

影响，结果如表 8的第（3)(4）列，同样证实了营商环境改善对工业企业数以及利税总额的显著正向效应。 

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制约了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由前文分析可知，营商环境改善能够显著提高流动劳动力在该城市就

业的概率。但鉴于户籍制度的存在，营商环境改善对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的正向促进作用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利用吴开亚等（2010）

计算的城市落户门槛指数来表示落户门槛，[24]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营商环境与落户门槛的交互项，考察落户门槛在营商环境影

响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中的调节作用。表 8的第（5）列为落户门槛调节效应估计结果，营商环境正向影响流动劳动力在该城市

就业概率，营商环境改善 1个单位，劳动力在该城市就业概率增加 0.43个百分点。营商环境与落户门槛交互项为负，说明落户

门槛的存在，抑制了营商环境改善在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时的吸引力。 

图 1为落户门槛的调节效应。可以看出，在高落户门槛下，营商环境对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的正向促进作用受到了抑制；在

低落户门槛下，营商环境对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 

 

图 1落户门槛的调节效应 

八、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地级市营商环境数据，利用条件 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劳动

力就业选址的影响，并考察了营商环境对不同年龄、性别、技能水平、职业类型等劳动力就业选址的异质性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一是营商环境建设对劳动力流入有正向促进作用，即改善营商环境能够提高流动劳动力在该城市就业的概率。二是城市落户门

槛在营商环境对劳动力流动选址影响中起调节作用，落户门槛低、营商环境优，劳动力流入越高；反之，落户门槛高、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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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劳动力流入越低。三是营商环境改善对 45岁以上劳动力、女性、高中及以下学历、已婚、制造业、技术类流动劳动力的城

市就业选择行为影响更大。 

本文的结论有助于厘清营商环境建设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对于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本文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地方政府应当重视当地营商环境建设，加大营商环境建设力度，提升工业

竞争力。城市发展离不开人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人才缺口越来越大。如何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城市，促进城市高质量发

展，成为转型阶段的重中之重。由上述结论可知，营商环境建设对劳动力流动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只有政府加大营商环境建

设投入力度，才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二是各地应根据需求适当降低落户门槛。从上述研究发现，城市落户门槛在营商环境对劳

动力流动选址影响中起调节作用，落户门槛低、营商环境优，劳动力流入越高；反之，落户门槛高、营商环境差，劳动力流入越

低。因此，适当降低落户门槛，既符合国家城镇化改革的要求，又可以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流入，大力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三是

搭建统一的劳动力流动信息平台，加强信息交流，实现城市联动，共同发展。不同城市间的营商环境不尽相同，而相似营商环境

地区的产业结构也不尽相同，对劳动者的需求也不相同。搭建统一的劳动力流动信息平台，加强城市间的人才信息交流，为人才

流动提供合适的指引，以城市联动实现人尽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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